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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互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苏皓琛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徐州

摘  要｜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东汉时期，两国就开始了往来，日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积极借鉴中国经

验。隋朝统一以后，日本开始派遣使者进入中国。唐代时期，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强国之一。同时也吸引

到了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到中国进行观摩、学习。日本并没有全盘照搬唐朝文化，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唐朝优

秀的文化。以往学界研究多集中于唐代文化日本的影响，然而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日本保留、复刻了唐代文

化，并在宋元明清时期反过来影响中国。两国的交流也展现了唐代中国的大国风采与实力，对于如何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世界文化交流互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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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中，唐代是一个高度文明、

开放的时代。唐朝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与繁荣的经济文

化，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一流强国。唐周边的国家效仿唐

代优越的制度和文化，与唐建立邦交。在这个过程中，

据中日史料如《旧唐书》《新唐书》和《日本书纪》中

记载，日本在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多次大规模派遣

使节到唐朝进行文化学习、观摩。关于遣唐使的派遣次

数，传统学界存在争议。最新研究通过文献考证与考

古互证，形成了新的共识，即公元630年至894年日本共

正式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因航海风险、唐朝政局等因

素未能成行4次，实际抵达唐朝15次。其中，李广志在

《日本遣唐使研究》中，以日本遣唐使群体为核心研究

对象，通过梳理其渡海赴唐的历程，生动地还原了唐朝

时期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深度交往的

历史全貌。此外，还通过考证纠正了“第十九次遣唐使

经明州航线”的传统讹传。［1］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涉

及政治、制度、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日本模仿唐朝

的制度，进行了大化改新，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唐代以

后，日本人仍称呼中国人为唐人，说明唐在日本人的认

知中是外国的代名词。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并

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有选择地消化吸收。

学界关于日本遣唐使的研究，应该是近一百年的事。

中日史书中记录的遣唐使，是纪实性叙述，不能称之为研

究。从20世纪开始，一些学者就对遣唐使的次数、路线、

人物、学习和交流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2］。日本学

者对于遣唐使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早期以森克己《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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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使》为代表［3］。此后，对日本学者遣唐使的史料整理

汇编，以及运用考古资料开展新的课题方面，都取得长

足进步。关于日本吸收唐文化的情况，学界涉及比较全

面的研究如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以时间为

轴，从典章制度、宗教文学、工艺技术等多个角度，详

尽考述了奈良、平安时代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历程［4］。

阎焰通过对吉备真备书丹《李训墓志》的考证，揭示了遣

唐使在唐担任官职的具体情况，印证日本对唐官制的学

习并非机械照搬，而是结合本土政治需求进行调整［5］。

学界以往对唐代中日关系史总论方面的研究，侧重于论

述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如陈志贵《试论唐代中日关

系》论述了日本奈良时代对唐朝文化的全面吸收和平安

时代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6］，贺昌群的《唐代文化之东

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聚焦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系统阐

述唐文化通过遣唐使、留学僧等推动日本文明从原始走

向成熟的历史进程［7］。但是文化并非单向流通，影响是

双向的。本文在梳理中日文化交流线索的同时，论述日

本学习、吸收中华文明对我国的影响和对现如今如何发

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

2  中日两国交往概述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地理上的毗邻为早期文明交

流提供了天然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日本便通过朝鲜

半岛与中国大陆进行物质交换，绳文时代晚期出土的玉

琮、青铜剑等器物，其形制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中原

夏商文明遗存高度吻合，印证了早期文化传播的痕迹。

秦汉时期，中日交往进入文献可考的阶段。《汉书·地

理志》最早云：“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

岁时来献见云。”［8］两国的正式往来，应从东汉初年开

始算起。公元57年，就有使者到达东汉首都洛阳，光武

帝赐予“汉倭奴国”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明确

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

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9］当时的日本

已经很注重向中国学习。如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所

说；“日本社会就如同婴儿寻求母乳般的、如饥似渴地

吸收朝鲜与中国先进文明，不久，就从蒙昧阶段跨进了

文明阶段。”［10］三国魏时，中日两国也有往来，《隋

书·倭国传》中记载：“倭国……魏时，译通中国……

汉光武时，遣使入朝，自称大夫。安帝时，又遣使朝

贡，谓之倭奴国。恒、灵之间，其国大乱……自魏至于

齐梁，代与中国相通。”［11］到南朝时，日本使者到中国

的次数大增，公元421年，倭王“讃”向南朝宋朝贡并赐

予称号，公元438年，倭王“珍”自命称号请南朝宋皇帝

批准。［10］随着中日往来的增加，中国的儒家学说、佛

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逐渐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

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早在五世纪前期，日本已逐渐进入

文明的阶段。

隋朝统一后，日本开始派遣遣唐使进入中国，其

中，在《隋书·倭国传》中，记载了双方交流情况，兹

摘抄如下：

开皇二十年，侨王性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琴

鸡弥，遣使诣阔。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

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枷跌坐，日出便停

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

改之。［11］

日本史料中没有这次相关的记载，而607年这次入

唐，双方均有记载，因此比较多的说法将607年作为遣唐

使元年。隋朝文化传入日本，影响日本的方方面面。唐

代之前中日之间的频繁交流，为唐代的中日关系打下坚

实的基础。

3  唐代中日之间的交往

隋朝灭亡后，唐王朝建立，开始进入中日交流的

黄金时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官方使团，兼具外

交与文化使命。但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只有比

较简略的记载，对每次派遣的具体内容如人物、线路，

以及具体情况并未提及。而在日本的史书中则有更详细

的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详细的史实。中国有关遣唐使

的记载在官修史书，但篇幅不大，均在外国传记中，为

介绍和叙述性记载。唐代的史书均成书于宋代，因此反

映的为宋人的认知。而日本的史书记载得较为详细，可

以补充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足，使得后人的研究得以不会

散失史实。而中日史书记载详细程度的不同，可以反映

出当时对于与日本往来，并没有重视，因此记载相对简

单。而日本详尽的记载也侧面反映出唐代时期中国文化

对四周的影响力和日本对于学习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

重视。

遣唐使的发展可分为初期探索阶段、全盛期和调整

期三个阶段，具体情况如下。

初期探索阶段（630—663年）以学习政治制度为核

心。630年，日本明确使节为犬上御田锹与药师惠日，为

首次正式遣唐使。在《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中记载：

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

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无绥远

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12］

以上记载说明唐朝以册封为前提，予以免除每年

朝贡的待遇。而日本的史书则把具体的时间和遣使姓名

和身份记载得很详细。《日本书纪》载：“秋八月，葵

已朔，丁酉，以大仁犬上御田耘、大仁药师惠日遗于大

唐。遣唐使回国后，奏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

国也，常须达。”［13］并参与制定日本《近江令》。645

年的大化改新，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均熟知

唐制，仿照改革。此次改革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土地国

有制等均脱胎于唐制。日本遣唐使大部分被统治者安排

在中央朝廷的重要位置，将在唐代学习的内容用于建设

国家，大化改新，使日本取得了各个领域的进步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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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封建社会。著名文学家‌庞朴先生认为，文化是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精神体现，具有独特的性格和历史，不应该

被简单地视为附着在物质上的意识形态［14］。日本全面

吸收了唐代文化，包括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典籍

交流、唐诗、汉字、佛教、建筑等。然而，日本对唐文

化的吸收具有主体性和选择性，关于唐朝尊崇的道教，

日本虽也引进了道教知识和巫术，但是对道士赴日、教

团道教却有很强的戒备心。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

日本聘请鉴真赴日得到了许可，但当唐玄宗要求道士也

同行时，便撤回了申请，最终鉴真不得不以偷渡的方式

赴日。［15］

全盛期（702—777年）实现了全方位文化吸收。

公元702年日本第七次派遣唐使粟田真人入唐，《新唐

书·日本传》称其“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则天“宴

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成为文化传

播的关键载体，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便是典型代表。

阿倍仲麻吕于717年入唐，“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

姓名曰朝衡”［16］，入国子监太学攻读儒家经典并一举考

中进士，历任左拾遗、秘书监等职，成为首位担任大唐

秘书监的外国人。吉备真备两次入唐，带回《大衍历》

《唐礼》等典籍，归国后讲释经史，推动日本历法革新

与礼仪建设。

调整期（804—838年）呈现选择性吸收特征。804年

空海、最澄随遣唐使入唐，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师从惠果

大师学习密法，归国后创立真言宗；最澄在天台山研习佛

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团中，以留学僧、学问僧为主［17］，反

映出日本从“全盘照搬”到“按需学习”的转变。894

年，菅原道真上奏朝廷,请求诸公卿议定遣唐使的进止，

标志着这一制度的终结。

纵观遣唐使的派遣与入唐者的情况，可以发现日

本真正热心于唐朝学问艺术并积极吸收是在胜宝年间以

前。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755-763年）爆发

后，僧侣暂且不议，长期留学生人数减少，短期请益生

占据主流。

大唐对日本的深远影响，不但深藏于整个日本文化

中不可割舍的中国文化底蕴之中，更是体现在当代日本人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日本教科书中不乏如下一些唐诗名

作：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杜甫的《春

望》、张继的《枫桥夜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也

有一般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张志和的《渔歌子》等。在现代

日本人的餐桌上，随处可见“唐”字。如南瓜叫“唐茄

子”，胡椒叫“唐辛子”，黄瓜、芝麻等则直接用唐人的

叫法“胡瓜”“胡麻”等表述。据考证，日语“料理”一

词中的“料”和“理”均为唐宋时期的用语［18］。

4  唐代中日交流的影响与互动

有关唐代中日交流带来的影响，学界多讨论的是

对日本的影响，比较忽视中日交流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首先，日本在吸收唐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本土

特色的文化体系，其中部分内容为中国本土后续变迁中

较少见，因而在日本文献与实物中保存较为完整。两国

文化交流并非单向传播，即唐朝文化全方位影响日本

文化。在19世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

论”学说，认为中国的唐代文化在唐宋之后逐渐南移并

消失，而后传播到日本并在那里得以保存［19］。笔者并不

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在一定程

度上复制和保存了唐代文化。如前文提到，遣唐使的研

究在日本的史料记载得更为详细，有助于学界的进一步

研究。现如今，日本的茶道文化、相扑、围棋、汉字、

建筑，在日本的各个角落，依然可以找到唐文化的影

子。唐文化在日本得到系统保存与延续，并融入其民族

文化发展中。这种文化与创新的融合，让日本在保留唐

朝文化精髓的同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首先，唐代文化的输入推动日本实现了从奴隶社会

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在政治制度方面，日本以唐律为蓝

本制定了《大宝律令》（701年）和《养老律令》（718

年），《大宝律令》共11卷，其篇目“名例、卫禁、职

制、户婚”等与《唐律疏议》基本一致，仅在“同姓不

婚”“刑罚轻重”等方面根据本土情况进行了调整。在

官僚体系上，日本仿照唐制设立“八省一台”，其中太

政官对应唐朝的三省六部，弹正台则相当于御史台，形

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架构。

经济上来说，中日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的商路繁荣

与经济发展。且其经济往来的人员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官

方政府，甚至包括了当时民间的商人。两国的官方经济

往来均以“朝贡”“回访”为形式，遣唐使对唐朝进呈

礼物，唐朝则照例回敬礼物，且根据不同级别使节各

有不同赏赐，是一种用国际礼仪形式来进行官营的贸

易。《伊吉博德书》中也有提道:“所朝诸蕃之中，倭最

胜”。［13］意思就是指唐朝在对外贸易当中，把日本使

置于东边第一的位置。唐朝中日使者进行政治外交和文

化思想交流活动，也是当时两国之间的友谊象征。在对

外交流中也是极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

化生活。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有木材、硫磺、砂金刀、

扇、漆器等。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出土了唐玄宗时

期的文物，其中有五枚日本钱币，又叫“和同开弥”，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银币于公元708年铸造，公元716年

传入中国，说明日本钱币当时也在中国流通。［20］

中日的文化往来，也树立了唐朝的大国风范，加强

了唐朝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国家理念和政治制度对周

边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

大化改新，就是一场古代日本以学习和模仿中国唐朝的

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次改

革为日本确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先进的管理体制，使日

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的繁荣奠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BA%9E%E6%9C%B4&rsv_pq=c78a475403957fd3&oq=%E5%BA%9E%E6%9C%B4%E6%96%87%E5%8C%96%E6%A6%82%E5%BF%B5&rsv_t=cac60g4uXuKR7Q9KTr+5R0DHFyZOJpfLsHc7BNdOC/MQMlvfBGwxgeOcVyw&tn=baidu&ie=utf-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6%B2%BB%E5%88%B6%E5%BA%A6/21351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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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与日本的交往，展现了我国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强大的国

力。在唐代的中日交往中，主要是输入文化，到了宋代

以后，日本文化逐渐影响到中国。例如，唐以后的日本

文学作品传入中国。五代时期，纪长谷雄、橘广相。都

良香等人的诗歌和小野道风的书法开始在中国流传。宋

代时，日本绘画“大和绘”传入中国，日本折扇上的山

水人物画，反映了日本的绘画技艺。输入中国的日本宝

刀，也是精致优美。此外，日本还保留了大量中国的文

献作品，如《群书治要》《文馆词林》《王勃诗序》等

著作，得以流传。另外，日本留学僧人写下了大量游

记，如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提供了详尽的第一

手资料展示当时唐代的生活全景。释成寻的《参天台五

台山记》记载了经济、文化、宗教、交通、地理、风俗

以及中日关系的珍贵史料。

此外，日本留学生的到来，也加强了两国的文化交

流，代表人物为阿倍仲麻吕，他活跃于8世纪中上期的

中日外交、人员往来及汉文学等多元领域，并与中国文

人学士如李白﹑王维交情深厚，留下了许多友好交往的

佳话与诗歌，如李白的《哭晁衡卿》，“明月不归沉碧

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一句，彰显了两人超越国籍的真

挚感情。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中“乡树扶桑

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感叹别

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较之

同期遣唐人员,阿倍仲麻吕在唐入太学、中科举，进而久

居要职、历仕三朝的官宦履历,以及漂泊安南、永居唐

土、埋骨长安的传奇生涯,使其成为中日关系史及东亚人

物往来史上的特殊存在。

唐代中日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日本文化元素

的传入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宗教领域，日本

真言宗的回传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845年会昌

法难后，中原佛教遭受重创，而空海创立的真言宗成为

晚唐佛教复兴的重要力量。青龙寺遗址出土的“大日如

来”石雕底座，其莲花纹饰融合了日本神道教的日月元

素［21］，展现了教义传播中的双向融合。

典籍文献的回流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的空白。据日本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9世纪末日本存有的汉籍达

1579部、16000多卷［22］，其中部分典籍因战乱在中国大

陆散佚。如《唐六典》在唐代仅存抄本，流传不广，而

日本保存的“养老抄本”成为宋代以后中国校勘《唐六

典》的重要依据。阿倍仲麻吕在担任秘书监期间，“协

助日本遣唐使购求汉籍，促成大量典籍东传”［15］，而这

些典籍在后世通过书籍回流重返中国，如清代杨守敬从

日本带回的《文馆词林》残卷，为研究初唐文学提供了

珍贵资料。

纵观日本吸收唐代文化实现社会进步的事迹，对于

我们中国现如今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加强世界文化交流

也有一些启示。唐代中日交流构建了东亚文明互鉴的典

范，其核心特征在于“包容开放”与“因地制宜”的辩

证统一。唐朝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日本使者，允

许阿倍仲麻吕等外国人担任高官，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

容性；而日本在学习唐文化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进

行了适应性改造，如在科举制上保留了贵族选官传统，

未完全采纳唐制，形成了“和魂汉才”的文化融合路

径。这种交流模式证明，吸收外来文化，最重要的是不

能全盘照搬，而是要选择性的吸收。

日本模仿唐朝宗教制度而没有取道教，学习唐朝

国家制度，而不设宦官，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在学习外来

文化时的选择性。在文化上，古代日本曾是中国的学

生，但是由于其辛勤努力，最后竟是在某些方面超过了

老师，正对应中国的古训：“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

必不如师”。日本在吸收中国武术元素的基础上，发展

出柔道这一体育体系。由《长恨歌》中的小故事而写成

《源氏物语》这样的长篇小说，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后

发扬光大的成功例子。宋代以后，我们仍然与日本保持

密切交流，进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宋朝时期，官方

往来虽然不如唐朝，但是民间来往和佛教传播却更加频

繁。日本僧侣曾多次觐见宋朝皇帝，起到了使节的作

用，他们介绍日本的民俗风物，同时接受皇帝的赏赐与

封号。太宗时，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宋史》云：“雍

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

十余事……”［23］宋人对日本人的形象往往从日本僧侣

获得。宋代文学作品中多刻画日本人一心修佛、为佛献

身的精神。宋代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就赞扬了日

本僧人安觉刻苦修佛的精神［24］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交流

趋于收缩，同时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近代化转型，

中日国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这启示我们，文化是流动

的，我们在保持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借鉴观

摩、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持中华文化旺盛的生

命力。

5  结语

从中日交往、交流的历史来看，隋唐时期是继南

朝时期后，时隔120年重新恢复交流的时代，也是两国

交流的黄金时代。该时期，唐代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

深远影响，涵盖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创新、文化的吸收与

发展。而在其中，遣唐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遣唐

使来维持两国间的交流，因此，“遣唐使”也成为中日

交流的代名词。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构建了官方主导、民

间参与、多维度的交流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唐朝的政

治制度、宗教文化、科技艺术通过日本使者的学习与传

播，深刻塑造了日本的社会形态，推动其完成了文明转

型；而日本文化的反向输入，如典籍回流、宗教改良

等，也为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

了“双向互鉴、共同发展”的文明交流模式。而中日交

流，不仅是对日本影响很大，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日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1%E5%BB%BA%E7%A4%BE%E4%BC%9A/243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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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一些瑰宝，扩大了唐代文化的影响力

乃至影响整个东亚交流圈。而唐朝时期，统治者开放包

容的心态，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塑造了中华文化

包容性的品格，提升了唐代的国际影响力。同时，遣唐

使在来唐朝学习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民间经济贸易的发

展，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唐代留学生的

到来，也带动了学习风气，以阿倍仲麻吕为代表，与中

国诗人交情深厚，并留下了传世著作与佳话。而日本受

唐代文化影响较深，到宋元明清时期，也双向流动影响

了中国。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自信，并在日本选择性吸收并消化唐代文化中得到一

些启示，文化不应该是故步自封的，而是流动的，我们

在保持、发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观摩、

学习其他国家、民族优秀的文化，维系中华文化的传承

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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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v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China

Su Haoche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Abstract: China and Japan are neighboring countries separated only by a narrow strip of water. As early a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two nations beg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and Japan actively drew on Chinese experience 
in politics, 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After the Sui Dynasty unified China, Japan started sending envoys to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ina was a leading power in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which attracted Japan to dispatch 
numerous missions to observe and learn from Chinese civilization. Rather than wholesale adoption, Japan selectively 
absorbed what it deemed valuable from Tang culture. Tradi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has often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ang culture on Japan. However, cultural exchange is a two-way process. Japan preserved and reproduced aspects 
of Tang culture, which in turn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China during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interactions also reflected the grandeur and strength of Tang China. They offer insights for promo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in the world today.
Key words: Sino-Japanese exchanges; Japanese missions to Tang China; Influence; Interaction


